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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80 年代西方思潮涌入国门，“先锋”这一源

自西方的批评术语逐渐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广泛使用，但

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先锋”这一词语却逐渐失去

它应有的内涵。“先锋作家”、“先锋派”和“先锋小说”都
已成为有着固定所指的名词。按照通常的理解，“先锋作

家”的主要成员包括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孙甘露、
北村、残雪、陈染等。研究者对他们作品的先锋性的研究

可谓层出不穷，但主要是针对男性作家，在涉及到残雪、
陈染等女作家时，往往表现出批评态度的游移、话语的

阻塞，并且对其阐释不免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先锋”概
念失去了应有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其实体现的

是先锋意义的丧失。
例如，在所谓“先锋派”的标准预设下，除了论及

“欲望化叙事”、“身体写作”或“私人写作”，论者是不把

女性作家的作品“作为”问题，而只是用它们来“说明”问
题。也就是说女性作品不是主体，它们起到的作用是辅

助性的，用来说明男性作家作为主体的“先锋派”实绩。
在这类文章中似乎隐藏着这样的潜台词：人们只能接受

把女作家与“欲望化叙事”、“身体写作”、“自爆隐私”等
被肤浅化、欲望化的“女性意识”联系在一起，而先锋文

学这一沉甸甸的负有历史使命的课题与女性作家没有

太大联系。批评者们对先锋性的认识还有这样的误区：

只有文体形式的先锋才是先锋，思想内容上的先锋则被

忽视，甚至写作技巧上的新奇怪异成为“先锋”的代名

词。这是所谓的“先锋派”留下的弊端，也是目前女性小

说中的先锋性因素不被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纵观近三十年当代文学，女性文学的先锋表现是

构成任何一次重要文学流派、任何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

及艺术阶段和传统的必要组成部分，由女性文学的先锋

表现所带来的革新和变化是文学发展中一股不可忽视

的动力。而目前批评界对此还缺乏有效的总结和梳理，

有的还只是凌乱、盲目的描述，甚至全盘否定：如被称为

“寻找男人”的文学①、“阴影下的作品”②、“仇男文本”或
“怪女人文学”③。虽然对具有典型先锋气质的女作家：

残雪、王安忆、林白、陈染、徐坤等人的单个研究时有所

见，其中也涉及到先锋性问题，但仍然缺乏系统研究。由
此看来，在女性文学研究的范畴内系统研究女性小说的

先锋性问题仍是一个亟待完成的课题。本文即以先锋精

神为线索，围绕女性小说创作的中心，近三十年女性创

作中的先锋精神及走向进行梳理，以对先锋女性致敬。

一、1980 年代上半期：恢复与重建中先锋性的初现

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与这个时代的社会状况

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形态的变迁深深影响着同时期文

学的进程与走向，这是由文学来源于生活决定的。在

“文革”刚刚结束的 1980 年代上半期，社会百废待兴，这

样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先锋精

神的时代。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先锋性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疏离文坛盛行的社会政治叙事，凸显以婚恋

情感为依托的个人话语；质疑传统两性伦理道德观念，

开启女性主义文学先河；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技巧，

促成新时期女性先锋小说兴起。这一时期女作家的开创

性探索构成了 1990 年代以来盛行的当代女性文学的最

早雏形，对其后女性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一）个人的情感话语的凸显

1980 年代初期，“伤痕”、“反思”文学成为文坛主

流，女性作家也参与其中。然而对比一下这一潮流里男

性作家作品：《班主任》、《波动》、《大墙下的红玉兰》、“唯

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蝴蝶》和女性作家作品：《一个

冬天的童话》、《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同一地平线上》，

论近三十年女性小说的先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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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发现，男性创作具有明显的“大叙事”特征，它们

给人最强烈的感受是对民族历史的沉痛反思和对国家

前途命运的深切焦虑，而这些女性创作虽然有着同样的

创作背景，但纠结最深的仍然是个人在婚恋情感上的伤

痛。这是她们在时代大合唱里发出的叛逆之音，是一种

与男性作家“外向”的“政治视角”不同的“内向”的“情感

视角”。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 年）由于以“婚外

恋”为主题，在文坛上掀起轩然大波。与全国人民在群情

激昂中恢复与重建生产和生活相比，张洁的这篇作品难

免显得偏离主流、格调“暗淡”、题材“狭小”，以致遭遇代

表传统道德规范的社会舆论的责难。遇罗锦的《一个冬

天的童话》（1980 年）也是一部“不合时宜”之作。尽管作

者是“文革”时期因公然挑战“血统论”而遭陷害惨死的

英雄人物遇罗克的妹妹，但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是英雄遇

罗克，而是弱女子遇罗锦；小说的主题并非控诉极“左”
政治，而是凄风苦雨中的爱情经历；造成婚恋悲剧的罪

魁祸首恐怕也并非政治，而是现实生活中或软弱自私或

阴险狡诈的男性。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小说只是

絮说了个人在情感漩涡中的沉浮挣扎，偏离了控诉“文

革”灾难的历史性主题，它在当时和其后的文学史中遭

到冷遇也是必然的。
上述两部作品都以“文革”为时代背景，而对个人

婚恋纠葛等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在当时仍被看作是“资产

阶级”作风。而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尽管张洁免不了重

复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模式，

遇罗锦也逃不脱被情人抛弃的小女子怨天尤人的窠臼，

但女作家们在作品中表达出对千篇一律的政治话语和

个性化特征在小说消融的不满，对集体声音压制下个人

声音和个人感觉的难舍，不能不说是一种先锋精神的体

现，这是时代的“恶声”，也是叛逆的先声，我们可以从

19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潮流中听到回响。
（二）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自发萌芽

新时期初期的思想文化界经历了一次广泛的西方

思想文化推介运动，里面也包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但

这一理论并未受到关注。然而可贵的是，在张辛欣和张

洁在对传统两性关系中的伦理观念的质疑中，自发地流

露出朴素的女性主义意识———尽管显得笨拙和犹豫，但

为 1990 年代后女性主义文学的繁荣埋下了种子。可以

说，张洁和张辛欣开启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大门，成

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者。

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1981 年）描绘了一个

青年美术工作者和他的妻子为了改变各自的生活位置，

在“生存竞争”的道路上所发生的矛盾冲突。女主人公对

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承担的义务和所享有的权利的

失调提出质疑，她的语言和行动并不激烈，但却明确向

现存两性伦理道德提出了抗议，对传统观念对女性性格

的定位提出了反驳，她平常的语言中蕴含着巨大的能

量，如“他只打算让我爱他，却没有想到爱我、关心我。我
觉得，他只要得到家庭的快乐和幸福，而我却要为此付

出一切！”曾作为忍让、牺牲代名词的妻子或母亲的女性

形象不再驯服，这是当代女性第一次对延续千年的被动

地位说“不”。
同样是对两性伦理道德关系的思考，张洁则不再

如张辛欣般犹疑，而是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强势，在《方

舟》（1982 年）、《祖母绿》（1984 年）里，女性歇斯底里的

情绪特征和仅作权宜之计的行动选择，均由于女性独立

人格得不到尊重和价值得不到实现的现实。王蒙在评论

张辛欣的小说时曾指出：“她有时是带着‘恶’意来写

‘恶’的。她好像怀着某种以恶对恶的报复心。”④其实也

适用于张洁。但似乎这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语言风

格比她们以往的温柔娴静更有力量，人们把更多关注的

目光投向女性问题。即便由此落下不够冷静客观的诟

病，并引发了较长时期里文学界对女性主义的误读———
认为女性主义意味着女性谋求以往的男性霸权，但毕竟

由张洁、张辛欣掀起的女性主义潮流已经一发不可挡，

随后王安忆、林白、陈染、徐坤、海男等女性作家在这一

领域走得更远，并形成 1990 年代至今持续高涨的创作

潮流。
（三）现代主义技巧的尝试

以茹志鹃、宗璞、谌容为代表的女作家在新时期最

早引进、借鉴与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技法，如意识流、
荒诞与变形等，打破了传统小说时序的叙述方式，促进

了小说从客观的叙述故事向表现人的主观心灵世界的

转型，使新时期小说在创作实践上不再是现实主义手法

的一统天下，而是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

我们也看到，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的《我是

谁？》《蜗居》等新时期最早在创造技巧上进行大胆尝试

的作品，还带有太多的传统现实主义色彩。但它们对以

后的作家如刘索拉、方方、残雪、徐坤等产生深远影响，

并在那里得到延续，直到达到顶峰。
新时期初期出现的女性先锋写作，最终促进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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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作品质的提升，为渐入佳境的女性写作奠定了基

础。从文学整体来看，新时期初期女作家的开创性探索，

开始动摇束缚文坛多年的思维定势和审美惯性，促使当

代小说由外部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向内部复杂人性书写

的转换，并以多元的艺术形式丰富了文学的审美表现。

二、1980 年代下半期：酝酿与突变中先锋性的凸显

如果说 1980 年代上半期女性先锋写作只是大海上

的孤舟，在强大的传统习惯面前，女作家的先锋表达有

所挣扎，无意中流露出犹豫和妥协，那么对于 1980 年代

下半期的女性小说创作而言，这种状况发生了巨大改

变：女作家的先锋性探索和表现更为激烈和深入，无论

小说的思想内涵还是形式结构都更具突破性。
这一阶段先锋女作家一方面对现代主义技巧进行

深入探索，另一个方面则对性爱领域进行了实验性书

写。无论是以实验性笔法对人类生存状况进行漫画式描

绘，还是在两性性爱中探究原欲的力量，她们都具有彻

底撕开延续千年的对某种真实人性的伪装的共性。
（一）现代主义技巧的进一步发展

1985 年，刘索拉的中篇《你别无选择》发表于《人民

文学》第三期。经历过“文革”中被狂热的信仰鼓动而又

被突然抛弃的特殊历史，造就了刘索拉笔下人物的虚无

孤独的反抗意识。刘索拉更注重汲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的哲学精神，注重对个体命运的思索与追问，表现出对

传统文化的反叛、个性意识的觉醒和高涨，因而被称作

“真正的现代派”。
这一时期张洁的作品，如《只有一个太阳》、《他有

什么病》，也采用了现代主义夸张、变形手法，它们帮助

张洁在更大程度上发泄出积郁的怒火。而这一时期的方

方在她的代表作《风景》里，同样渗透着现代主义元素，

以死去的“小八子”为视角统摄全文；陈染创作了以《纸

片儿》、《小镇的一段传说》为代表的小镇系列小说，这些

诡秘怪诞、弥漫着忧伤、扭曲的人性和死亡气息的小说，

使她在 1980 年代末一度被评论界称为“神秘主义者”、
“现代主义童话作家”等。当然，张洁、方方、陈染等人对

现代主义的应用也仍然是局部的，真正将现代主义小说

技巧与意蕴发扬到极致的是残雪。
残雪像一位“女性先知”那样，刚一从文坛露面，就

以另类的、梦幻式的叙述方法和冰冷、怪异的语言，洞悉

人类生存的困境，展露人性的丑陋，让习惯了女性柔美

细腻的表达方式的人们大吃一惊。可以说，残雪小说的

先锋性表现是从 1980 年代初开始出现的西方现代主义

技巧在酝酿已久后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一个突变，它极

端的表现形态是惊世骇俗的。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先锋女作家对现代主义技巧

的运用具有关键性意义。她们在由茹志鹃、宗璞、王蒙等

人在现代小说技巧上所做尝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为

文坛上出现包括马原、余华、格非、洪峰等在内的创作规

模宏大、批评界关注持久的“先锋小说”群的出现做出有

力铺垫。纵观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技巧在文坛从出现到蔚

为大观的过程，我们必须承认刘索拉、张洁、方方所所做

的努力，有批评家称她们为“前先锋”小说家，也可以说，

她们是所谓的“先锋派”的先驱。
（二）性爱领域的实验性书写

1980 年代下半期，王安忆“三恋”系列小说———《荒

山之恋》（1986）、《小城之恋》（1986） 和《锦绣谷之恋》
（1987），以及《岗上的世纪》（1989）像一组集束探照灯，

对准了人们讳莫如深的两性性爱领域，烛照出现代性爱

中的原始力量。要说单写“性爱”，王安忆没有张贤亮早，

张贤亮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即是以性爱描写的赤裸

大胆震惊文坛内外，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作家的；如果

说单写“爱情”，文坛上从来就没缺少过，同一阶段发表

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作

品中都有感人肺腑的爱情描写。那么王安忆的先锋性体

现在哪里呢？

首先，王安忆在这几部作品中对“性爱”的描写没

有功利目的的附加。王安忆没有像以往作家那样借“性

爱”之名，表达人物的某种崇高的追求、不俗的情操，如

张贤亮那样给“性爱”披上一件“唯物论者”的外衣。其

次，王安忆小说中真正实现了两性的“平等”。“三恋”和
《岗上的世纪》标志着两性在性爱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

了根本性转变，男性不再是操纵一切有着绝对话语权的

“主体”；女性也不再是被占有、被榨取、被攻击或被虚假

地供奉的沉默“客体”，两性之间形成各有攻守，相互占

有的平等关系。因而这些作品又具有女性主义意义，它

们所建立的正是埃莱娜?西苏所说的曾使女性“感到羞

耻”的“波澜”所建立的一个“独特的王国”：“我也曾一次

又一次地感到自己充溢着富于启迪的激流以致要爆发，

爆发的形式远比那些嵌在框架里卖臭钱发财的形式要

美丽得多。”⑤

1980 年代下半期是女性作家张扬先锋精神的一个

重要时期。女性先锋创作推动了小说艺术思潮与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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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性别意识逐渐明晰，女性作

家也越来越成为文坛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并逐渐从边缘

向主流演进。

三、1990 年代：喧哗与躁动中先锋性的张扬

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写道：

“看看文学史上的亚文化群……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皆经

历三个阶段：首先一个较长的时期是模仿统治传统的流

行模式，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

其次是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的权利和价

值、要求自主权的时期；最后是自我发现，从对反对派的

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身、取得身份的时期。”
如果据此对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进行划分，那

么 1980 年代上半期、1980 年代下半期、1990 年代可以

依次对应上述三个阶段。整个 1990 年代就是女性创作

“自我发现，从对反对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身、取
得身份的时期”。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创作超乎以往任

何时期的盛势，锐利耸起于中国文坛”⑥。西方女性主义

本身就是所处时代的先锋，当与西方女性有着相似遭遇

的中国女性与这一理论联系在一起，她们又成为中国当

下语境下的先锋。
（一）先锋的两副面孔

1990 年代，以陈染、林白、徐坤、徐小斌等为代表的

女作家们开始以群体的姿态表露出先锋者的激情与冲

动。对于她们来说，文学是性别反抗和自我表现的载体。
在写作中，她们背对历史、社会和人群，直接描述女性个

体生存状态(包括相对私人性的生存体验，也包括女性

的躯体感受等感性内容)，从而构成了对男权规范的彻

底颠覆，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
徐小斌的《双鱼星座》以及海男的《我的情人们》等。

林白陈染们的“躯体叙事”以孤独而坚定的反抗姿

态，在 1990 年代文坛特立独行、艰难求索。尽管这种“以

血代墨”的代价是沉重的，但“她们不必再如以往一样借

男权之眼为镜，在那面哈哈镜中反观自己，而是力图通

过女人自己的目光，自己认识自己的躯体，正视并以新

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找回

女性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⑦ 她们正“努力地书写或曰

记录自己的一份真实，一己体验，一段困窘、纷繁的心

路”⑧。
1990 年代末期，在林白陈染这一批女作家之后又

出现了一批更为年轻的女作家。她们彻底背弃了传统文

学的载道观念和审美趣味，“以惊世骇俗的笔调写惊世

骇俗的生活方式以惊世骇俗”⑨。小说充满了后现代式青

年亚文化生活符码：酒吧、迪厅、摇滚、吸毒、同性恋、冷
漠、酷等等。这些被称为“美女作家”的有卫慧、棉棉、周
洁茹等。卫慧认为：“生活哲学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

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

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

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

奥秘……”⑩ 由此可以看出“美女作家”的无所拘束和无

责任感。
陈染们和卫慧们都选择了女性的身体作为表达叛

逆的突破口，但陈染们显示出精神的高蹈和精英主义倾

向，而卫慧们则不免流露出太多的萎靡堕落的现代病症

状和媚俗倾向。前者虽然逃离主流和宏大叙事，但写作

是她们精神停泊之地，具有神圣的意义；而后者更多表

现出对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朝拜，她们拒绝传统，也拒

绝深刻，写作是她们游戏人生、炫耀青春美貌、沉迷物质

享乐的处所，与前者相比，必然因为失去精神理想的光

辉而无法永恒。
（二）先锋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从文学创作的细部着眼，1990 年代的女性先

锋写作在各个向度上都有所成就：在题材内容上，女作

家们打开了一扇扇从未开启过的窗，如对同性之爱的描

写、对被虚置却又无所不在的男性形象的塑造、对传统

的牺牲型、无我型母亲形象的颠覆、自我身心欲望的袒

露等等。在小说语言结构上，女作家们大胆以“私语”、
“独白”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充分调动内心蕴积太久的情

感，语言和结构都有碎片化、零散化特点。这些都体现出

先锋女作家的叛逆意识和创新才能。
女性先锋写作的积极意义不容抹杀，但我们也要

看到这种文学潮流中出现的问题。首先，女性个人化写

作与阅读效应产生的错位。女性作家的身体描写、欲望

描写原是为反驳男性话语对女性性别的规范和展示女

性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其阅读效果却正好满足

了男性窥视的目光，女性的自我表现成了自我暴露。其

次，女性作家专注于女性身体、欲望、性的情结给批评者

流下口实。反对者说，这些女作家的作品“稀缺的是高扬

人格魄力和宏扬人文精神，更多地是狭小天地的滥情与

絮叨。”对于她们来说如何走出“自我”，走出“身体”是需

要面对的问题。最后，由于一些“美女作家”以“身体叙

事”、“个人化写作”为借口，以女性主义的某些理论做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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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牌，钻进色情、放纵的一隅，故意对性、身体、欲望等做

媚俗化阐释，掩盖其被商业利益所控制的实质，使女性

主义理论和女性先锋写作遭受指责。
尽管女性作家的先锋写作是一把“双刃剑”，但正

如自然科学研究中也可能出现伪科学和错误，但我们却

不能因此将其取消，我们也不能因为女性先锋写作中出

现了问题而勒令其消失。我们有理由让它们按照艺术发

展的规律发展下去，并走向成熟。

四、近年来：迷失与超越中先锋性的消解

埃莱娜·西苏说：“人必须在自己之外发展自己……
在我看来，人必须跨过一段完整而漫长的时间，即穿越

自我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造就。人必须逐渐熟悉这个

自己，必须深谙令这个自己焦虑不安的秘密，深谙它内

在的风暴。人必须走完这段蜿蜒复杂的道路进入潜意识

的栖居地，以便届时从我挣脱，走向他人。”①

正如许多媒体将 21 世纪定义为文坛“她世纪”所
预示的那样，女作家的创作依然是新世纪文坛最富魅力

的风景。尽管女性创作依然一片繁荣，但对于女性先锋

写作来说却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蜕变。部分女作家

已在先锋中沉沦、迷失：她们的“个人化书写”被渲染物

欲狂欢和肉体欲望的“情色书写”取代，从“身体写作”
演变而来的“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等标语口号甚

嚣尘上，曾经的“个人化书写”从飞扬的灵魂堕入沉重的

肉身。
而另一部分精神高蹈的女作家则在继续寻找发展

的方向，她们最终平稳过渡，跨越此前的高度，进入到

女性文学的新境界，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说：“从我挣

脱，走向他人”。然而，也正是这种平稳和素朴的表现使

她们的先锋品格得到消解。曾经作为八九十年代女性

先锋写作中流砥柱的林白、张洁、王安忆、铁凝、徐小

斌、陈染等都向读者显露出与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以

《枕黄记》为开端，林白从自我的镜像中走出；以《知在》
为标志，张洁也消解了对男性社会的激愤怨恨；分别以

《富萍》、《笨花》、《德龄公主》为标志，王安忆、铁凝、徐
小斌等人也相继调整了自己都市化、个人化的写作方

式，转为以深度写实主义的手法切入历史，将女性个人

的成长与大时代大历史的变迁密切结合；陈染一度搁

置小说创作，终在散文创作中显示出与生活与自己和

解的宽容心态。
这个转折意味深长。当伍尔夫提出“要有一间自己

的屋子”，强调了女性写作的独立性和在此基础上的独

特性，无疑启蒙了中国的先锋女性。整个 1990 年代，中

国先锋女性书写的主题几乎都翻卷在这间既具私密性

又充满反抗情绪的小屋内。《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

活》、《说吧，房间》、《守望空心岁月》……女性在浓缩的

空间里无所顾忌地诉说沉寂千年的隐秘的情感、伤痛的

记忆、空白的欲望。经过了十余年的奋力奔突，“男权的

藩篱”已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他原有的威力，这时女性

先锋作家们创作的转机随之呈现。正如林白在《万物

花开》后记中所表达的，“原先我小说中的某种女人消失

了……阴雨天的窃窃私语，窗帘掩映的故事……她们生

活在我的纸上，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吧？但她们说不见就

不见了，就像出了一场太阳，水汽立马就干了。”
当先锋女作家们把笔触转向广阔大地，实现的并

不仅仅是题材上的转变，更重要的在于她们实现了心灵

视野的转向：由对女性自我生命的审视转向对万物生命

力的体察，以及由此获得生命的丰盈的意义和飞翔的翅

膀。而这正体现出女性主义文学由狭隘走向开阔，也可

以说女性主义先锋写作已由肆无忌惮的破坏向惊心动

魄的细致发展。
“眼界既大，感慨遂深”，先锋女作家的变化受到了

批评界的极大肯定，而这种“肯定”里也带有对女性创作

转变的误解。有人说，这是先锋女作家们在对性、欲望、
身体的书写“难以为继”之后的必然选择，也有人说，这

是先锋女作家们在受到太多的指责后，对自身进行反思

的结果。但本文认为，当以往的书写方式已经在叙事美

学上达到最高点，当它所承载的使命已经部分地实现

时，先锋女作家必将改写原有的书写方式。在经过狂热

与迷失后，她们最终能够超越自身、超越“主义”，拥有无

限自由的创作心态，她们又重新诠释了先锋精神的本

质，这正是尤奈斯库所说的：先锋就是自由。

五、结 语

阿多诺说：“在一个从本质上是非传统的 （资产阶

级的）社会中，审美传统是先验的靠不住的。新异的权威

性的获得具有历史不可避免性。”② 正是那些具有前驱

性的先锋女作家对此做出了历史的回应。在对人类存在

的潜在本质进行具有发现意义的深度追问中，女性先锋

作家实现了历史性的反叛与超越，在它所创立的文学经

验中部分可以普遍化，并有效建构当代文学的美学典

律。作为一种有创生意向的文化，它有可能表达新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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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动向，但它无疑同时隐含着诸多似是而非之处。
例如，女性小说在彰显先锋性的同时也暴露出其

历史被动性。不管女作家们在作品中如何彰显先锋意

识，她们终归是在复杂的当下文化语境下确立面对文学

说话的基本位置和文化目标的，个人的选择不可避免地

总是被多重历史力量所决定。随着历史背景的不断变

换，女性作家的先锋意识为适应各种“现在”的潮流进行

着调整，她们在消耗了旧的创新冲动后固然又不断涌现

出新的冲动，但其先锋意识的“逆差”无疑使其总体表现

趋向羸弱。从开始时的激进超前、咄咄逼人，到过渡期在

女性经验世界中的沉迷与逃离对抗，再到走向“两性和

谐”，回归“传统”的形式与内容而皆大欢喜。而先锋性的

逐渐减弱，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对“现在”的屈从，甚

至是对“现在”的无力把握。
女性先锋写作中的诸多问题还体现在其创作中片

面性的一面。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急剧的裂变和

转型时期，文学创作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复杂、丰富和含

混。在每一个文学发展的转折关头，女性作家都以其先

锋者的勇气与力量开创出新局面，正是片面性的存在使

女性先锋创作与男性创作扩大了差异，也形成互补。例

如，女性小说中先锋的形式革命能够在表现“现在”的文

学叙事中留存下来，而男性作家则相反，他们喜好沉浸

在“过去”或“想象”中；女性先锋作家执着于政治化的两

性意识形态话语，而男性小说则始终回避意识形态话

语。前者从两性意识形态话语中获取内在动力，文本思

想意蕴的先锋（精神的先锋）远胜过形式的先锋；后者回

避意识形态话语，但其艺术形式方面的创新更强。因此，

所谓的片面性并非完全是贬义，也包括对女性先锋写作

特点的放大和强调。
女性小说的先锋表现中还有偏执性的一面。一方

面，先锋写作是一种冒险行为，是一种不断让自身走向

灭亡、等待被代替的行为。无论是张洁、张辛欣、刘索拉、
林白以及陈染，她们并不能提供一种完美的价值规范蓝

本，她们提供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不可

重复的，无论是他人，还是她们自己。另一方面，这种瞬

间意义又与永恒相结合。先锋写作的意义并没有随着瞬

间写作行为的结束而结束，相反，先锋写作成为一种文

学“事件”，它以具体的艺术实践成为现实存在，代表着

某一个永恒的标志。这种瞬间的写作行为，可能产生两

种后果：一种是随着写作行为的结束而结束，先锋以短

暂的形式发生过之后，又因其实验性没有典范价值，不

能成为后来文学创作的楷模，但却可以成为标志性文学

事件。例如，王安忆的“三恋”系列，残雪的《黄泥街》、《山

上的小屋》等。而另一种先锋写作行为的后果则是将特

定文本内容或形式保存下来。例如，张洁、张辛欣带动了

婚恋创作潮流，林白、陈染带动起了“个人化写作”潮流

等。先锋写作产生的这两种后果都与其偏执性特点有直

接联系。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视女性先锋写作为一种进步，

一种在现有历史前提下所作的变革，但也要看到它的

矛盾和混乱之处。所以，先锋是说不尽的，而它又永远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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